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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程序问题研究

汪海燕*

摘 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范围呈扩展趋势,重罪案件所占比例逐步提升。然而,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设计具有同质化的特征,未能有效识别重罪案件适用的特殊性。重罪

与轻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价值取向应有所区别,前者着眼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鼓励引导被追诉人自愿如实供述等,但其节约司法资源、提升诉讼效率的价值受限。在

律师参与、证据制度、量刑建议和庭审程序等方面,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应呈现一定的

独特性或有其侧重关注点,具体内容上应趋向于人权保障和错案风险防范。当前,重罪案件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范围扩大与制度供给明显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也意味着需要在

案件类型化基础上对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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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就程序层面而言,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滥觞于刑事速裁程序改革试点。根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

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2014年6月),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试点地区开

始对特定类型的轻罪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审理。在速裁程序的试点结束后,《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2016年9月,以下简称《认罪认罚试点决定》)要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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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期2年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

工作的办法》(2016年11月,以下简称《认罪认罚试点办法》)。根据此文件,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的适用不受轻罪案件范围的限制。但在司法实践中,各试点地区的公安司法机关

对重罪案件认罪认罚程序的启动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把控。〔1〕从相关数据来看,试点过

程中实际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也主要集中于轻刑案件,其中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的占96.2%,适用普通程序审结的仅占6.6%。〔2〕

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不仅新增了认罪认罚从宽基本原则,而且较为系统地规定

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和司法部《关于适用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2019年10月,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5条明确规定,所有刑

事案件均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不受适用罪名和判处刑罚的限定。从实践层面看,认
罪认罚从宽适用案件范围呈扩大趋势,截至《指导意见》出台,2019年前三季度认罪认罚案件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占比已达14.5%。〔3〕有关司法机关要求在全国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适用率达到70%左右,〔4〕“加大工作力度,提升重大犯罪案件的认罪认罚适用率,积极探索

重大、疑难、敏感案件规范适用经验”。〔5〕在2019年12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适用率

达到83.1%。〔6〕

毋庸讳言,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范围总体上虽呈扩大趋势,但重罪案件认罪认罚程序在实

践中的运行效果还有待提升。从实践层面看,除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等少数罪名外,其他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比率仍然较低。〔7〕应当说,此种现象重要成因之一是现

行制度供给严重不足。虽然《刑事诉讼法》和《指导意见》规定对“所有案件”均可以适用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但是,总的来看,相关制度和规则的设计还是延续了速裁程序试点以来的构建思

路,并未有效识别重罪案件认罪认罚程序的特殊性,如《刑事诉讼法》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在普

通程序中的审理方式的特殊性基本没有涉及,《指导意见》虽然也有认罪认罚案件普通审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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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试点开始后的第8个月才办理了该市首宗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重大刑案”。参见钟亚雅、李春薇、彭勇:“广东广州:首宗适用认罪认罚从宽重大刑案开庭”,载《检
察日报》2017年5月19日,第1版。

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
参见“最高检召开‘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新闻发布会”,载最高检官网,https://www.spp.

gov.cn/spp/zgrmjcyxwfbh/zqsyrzrfckzd/index.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25日。
参见蒋安杰:“专访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问题解析(下)”,载《法制日报》

2020年5月13日,第9版。
于潇、郭璐璐:“重罪案件如何适用认罪认罚? 最高检:符合条件的大胆尝试”,载最高检官网,ht-

tps://www.spp.gov.cn/spp/zdgz/202001/t20200121_45338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25日。
参见张军:《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于潇等,见前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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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简化的规定,〔8〕但相关内容过于笼统,缺乏操作性。其实,当前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体

系的构建主要围绕三条主线进行,即程序从简、实体从宽和强制措施从缓。但此三条主线均在

很大程度上与轻罪案件的基本特点相适应,而与重罪案件契合度并不高。首先,重罪案件认罪

认罚中的“程序从简”效果不彰,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以及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的审

查等额外工作反而可能增加法官、检察官的工作负担;其次,将量刑折扣与减轻公安司法机关

负担相挂钩的价值取向使得重罪案件的被追诉人难以获得真正有效的“实体从宽”,这也在一

定程序抑制了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的积极性;最后,根据法律有关逮捕措施适用条件的规

定,重罪案件的被追诉人事实上很难获得“措施从缓”的非羁押性待遇,〔9〕这同样会挫伤被追

诉人认罪认罚的积极性。

是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与制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与之

形成对照的是,学界虽然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成果较多,但专门针对重罪案件相关的研究

相对较少。〔10〕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对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包括价值、规则和证据

等问题,进行专门性的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罪”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量刑方面的重罪,

即被追诉人有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案件。我国的刑事立法并无

轻罪、重罪的法定界分,但在实体法上,“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作为重罪和轻罪区分的一个

节点,不仅符合我国刑法总则一些条款以3年为界限的做法,而且纵观刑法分则所有罪名,严

重刑事犯罪的量刑起点大都设置为3年。〔11〕在程序法上,“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是决定

案件能否适用速裁程序,以及简易程序能否由法官独任审判的关键性因素。基于以上考虑,本

文将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界定为量刑方面的重罪。第二种类型是,犯罪性

质严重的案件,包括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等案件。其中,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危害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和安全,以颠覆政权为目的,而恐怖主义活动为实现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而采取暴

力、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相对于其他类型案件,这些案件性质严重,社

·9811·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问题研究

〔8〕

〔9〕

〔10〕

〔11〕

《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第2款规定:“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审判长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

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具体如何进行

审查,法律未有规定。《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7条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认罪认

罚案件,可以简化法庭调查、辩论程序”。但简化到何种程度并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第81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些研究成果也涉及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问题,如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59页;陈光中、马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探讨”,《法学》2016年第

8期,第6页;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92
页。然而,上述研究并不是专门论述认罪认罚重罪案件程序。现有的专门性研究主要来自于实务界,如苗生

明、卢楠:“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检察》2018年第17期,第36-40页;胡波: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障碍及破解”,《人民检察》2018年第17期,第52-56页;胡保钢:“重罪

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基础”,《人民检察》2018年第17期,第49-51页。
参见王文华:“论刑法中重罪与轻罪的划分”,《法学评论》2010年第2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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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较大,无论被追诉人可能判处何种刑罚,其管辖法院为中级人民法院,在侦查方式、强制

措施的适用以及律师会见权等方面均与普通刑事案件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将此类案件划归

为重罪。第三种类型是当前刑事政策要求严厉打击的犯罪案件,主要包括黑恶势力犯罪和职

务犯罪案件。黑恶势力犯罪“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

固”,〔12〕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共同发布《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

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要求“正确运用法律规定加大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保护伞’惩
处力度”,在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强调“从严惩处”的精神。与此同时,为“加强对所有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13〕职务犯罪也成为严厉打击的目标。另外,相较于普通刑事案件,监察案件中被调查人

的权利受到更多的克减,如辩护律师不能介入调查程序,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须遵循

更为严格的实体条件等。〔14〕因此,本文将这类案件也纳入重罪范围。

二、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

从近些年司法改革的轨迹考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目标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

在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开展初期,该项改革的目标是“为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合理配置司

法资源,提高审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5〕显然,速裁程序追求

的价值具有浓厚的单核色彩,即在很大程度上着眼于司法资源的配置与诉讼效率的提升。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在官方文本中

要求“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将其作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具体措施。随

着速裁程序试点改革的不断深入,相关价值共识不断凝结。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已经明确提出试点工作成效包括兑现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罪犯改造和回归社会等。至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被定位为“依法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体化、制度化的重要探索”,〔16〕并被赋予了多重价

值,如“及时有效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在确保司法公正基础上进一步

提高司法效率”“推动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层次化改造,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等等。〔17〕此后,上述价值被固化下来。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

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继续强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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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参见《监察法》第1条。
参见汪海燕:“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2期,第52-67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

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
周强,见前注〔2〕。
荆龙:“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就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

工作作说明”,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8月3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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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标准,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引”,并要着力“推动坦白从宽制

度化”。2019年《指导意见》则在发布通知中重申:“认罪认罚从宽……是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的重要举措。……这项制度对及时有效惩治犯罪、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优化司法资源配

置、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意义。”〔18〕

由此可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任何单一的表达都难以涵盖其全部内

容。遗憾的是,相关文件对于制度价值的描述具有概括性和同质性,即未能有效区分不同种类

的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所侧重追求的价值目标。虽然《指导意见》第1条规定“对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敏感案件,应当慎

重把握从宽,避免案件处理明显违背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但此项规定并未厘清重罪案

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特殊性。制度价值定位不明晰,势必影响具体程序与规则的

设计。基于此,下文拟对重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的特殊性进行阐述。
(一)节约司法资源的价值受限

如前文所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体系中,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占据醒目

的位置。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效率优先的价值导向更加明显。〔19〕但是,在重罪案件中,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节约司法资源的价值功能相对受限。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庭审简化效果不明显。由于法律对于速裁程序适用范围有明确的限制,一般重罪案

件并不具备适用该程序审理的前提条件。虽然基层法院管辖的重罪案件也有可能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但不仅需要组成3人以上的合议庭,而且对于“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和“共同犯罪案件

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案件均不得适用该程序。〔20〕根据《指导

意见》第47条的规定,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普通程序中,“可以适当简化法庭调查、辩论程序”。
但就现实情况来看,对于涉案人数较多、证据情况较为复杂、社会影响较为重大、公诉人需要充

分释法说理兼顾庭审教育效果的重罪案件而言,即便被告人在庭前就认罪认罚,其实际的庭审

时间也往往要持续数小时乃至数日。〔21〕这与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庭审耗时几分钟的简化效

果形成鲜明对比。〔22〕

其次,认罪认罚重罪案件诉讼“全流程”简化效果并不明显。基于我国诉讼阶段式“流水作

业”模式,庭审阶段所消耗的时间在单个案件的办案周期中所占比重不大。因此,过去那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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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2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参见蔡俊杰、岑瑾:“适用认罪认罚从宽速裁程序办案省时高效”,载《检察日报》2018年12月21

日,第2版;何赟、欧灵军、刘玉芹:“认罪认罚,7天完成起诉”,载《检察日报》2019年1月30日,第2版。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222条、第214条、第215条。
参见尹黎明、群珏:“A级通缉令涉黑逃犯卫某营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公开庭审,全案21人认

罪认罚”,http://zy.xy.hbjc.gov.cn/ajjj/201912/t20191212_146163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6月24日。
参见左卫民:“简易程序中的公诉人出庭:基于实证研究的反思”,《法学评论》2013年第4期,第

102页;刘方权:“刑事速裁程序试点效果实证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10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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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在庭审程序和庭审周期上做文章的程序简化方式难以取得改革者所预期的法律效果。〔23〕

为提升诉讼效率,司法实务部门纷纷出台一些制度或措施以实现诉讼“全流程”简化的目的。

如一些地区实行“刑拘直诉”制度以避免诉讼拖延、缩短未决羁押时间;〔24〕建立“3+2+2”速

裁办公区,消减案件流转环节和流转时间;〔25〕简化诉讼文书,以“电子卷宗”为依托实现信息

化办公等。应当说,这一系列简化措施大大压缩了实际办案时间。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该区

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结案件中被告人在押的370件,诉讼全程平均用时35天,其中危险驾驶

176件,从案发至审结的办理时间约为13天。〔26〕虽然速裁程序“全流程”简化的实际效果比

较明显,但简化办案模式一般只能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因为“全流程”简化的本质在于压缩

侦查阶段的办案时长,通过减少不必要的讯问次数、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限和不同机关的重复

审查来促进审前阶段的案件流转加快。显然,这种办案效果很难在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性质

严重等重罪案件中实现。

最后,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还可能衍生其他程序,增加办案成本。一般而言,

在轻罪案件中,由于案情简单或者事实比较清楚、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的刑罚较轻等,其在

了解相关规定和政策后,对指控事实予以承认,接受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并在律师见证下签署

具结书,继而接受裁判结果,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时的典型样态。但在重罪案件中,由
于案情往往比较重大、复杂,重罪案件被追诉人可能面临较为严厉的处罚,其在是否选择认罪

认罚时较为犹豫,也更有可能在认罪认罚之后反悔并要求撤回,再加之被害人方往往有更强烈

的报复心理,此时公安司法机关不仅要付出更多的沟通、协商成本,甚至要承受更大的办案压

力。同时,在重罪案件中,被追诉人在认罪认罚时更容易表现出一些难以处理的“非典型”样
态,包括认罪不认罚、部分认罪、认罪态度不明确等。〔27〕在这些样态下,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

对于司法成本的节约效果并不明显。

另外,为了保证案件质量,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除《刑事诉讼法》要求被追诉人签署认罪认

罚具结书、司法机关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之外,有关机关还设置了诸多的内部控制程序。如

《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要求检察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时,在特定情

形下应向部门负责人或上一级领导汇报(第8条),对特定种类案件的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

要进行公开听证(第10条),而且对特定案件实行重点评查制度(第17条)等。虽然这些“特

定”情形适用于所有的重罪和轻罪案件,但是,“案件处理与监察机关、侦查机关、人民法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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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参见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当代法

学》2016年第4期,第9页。
参见周新:“公安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实证思———以G市、S市为考察样本”,《现代法学》2019

年第5期,第162页。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北京海淀全流程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的调研———以

认罪认罚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模式”,《法律适用》2016年第4期,第35页。
同上注,第36页。
参见胡波:“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障碍及破解”,《人民检察》2018年第17期,第53-

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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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意见分歧的”“变更、补充起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拟不适用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办理的”(第8条),“被害人不谅解、不同意从宽处理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有必要

向社会释法介绍案件情况的”“当事人多次涉诉信访,引发的社会矛盾尚未化解的”(第10条),
“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反悔的”“当事人对人民检察院的处

理决定不服提出申诉的”(第17条)等情形,往往出现在重罪案件之中。显然,这些内部控制程

序不仅没有节约司法资源,反而增减了有关机关的工作负担和办案压力,也进一步削减了认罪

认罚案件程序简化效果。

(二)着眼于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实际上,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伊始,该制度就已经脱离了速裁程序节约司法资源、提

升诉讼效率的单核价值窠臼。《认罪认罚试点决定》开宗明义规定,试点工作的开展是为了“进

一步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刑事诉讼程序……”。此后,相关文件也对上述价值目标进

行了确认与强调。如《认罪认罚试点办法》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是依法推动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具体化、制度化的重要探索。”《指导意见》也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该制

度遵循的首要原则。重罪案件对于该制度的适用着眼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不仅契

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整体目标,也与重罪案件自身的性质特点相适应。

《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

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此原则是程序法层面对坦白从宽政策的制度

化和深化发展,〔28〕是坦白从宽制度化的体现。因此,在该制度中,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

理解应立足于“从宽”。此处“从宽”,按照最高法《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

14条,主要包括:对符合一定条件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对具有特定情形的被告人,依法从

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依法适用非监禁刑。宽严相济是贯穿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基本政策,适

用于所有案件,就像自首、坦白一样,没有特殊的范围限制。〔29〕即使是对于严重危害国家安

全等重大案件,也并不是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只是“应当慎重把握从宽,避免案件处理

明显违背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30〕换而言之,如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不立足于

“从宽”,那么,既不符合认罪认罚“从宽”的文义解释,也不符合确立该制度的立法初衷。正是

基于这种理解,以下三种观点或做法值得商榷。

第一,以“程序从简”作为“实体从宽”的对价。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倾向,即“从宽”的处理

被视为用以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放弃诉讼权利、“节约司法资源”的“量刑激励”。〔31〕

这种做法不仅误读了刑事政策与法律精神,也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从宽附加了不

当的限制条件。依据《指导意见》第7条第2款,被追诉人有权选择所适用的程序,其是否选择

相对简化的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并不影响对其是否认罚的判断。因此,“认罪认罚”与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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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胡云腾主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同上注,第5页。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1条。
参见赵恒:“论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1期,第131-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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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立功等量刑情节一样,是被追诉人获得从宽处理的法定权利,与其是否配合“程序从简”

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第二,对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是否从宽是公安司法机关的职权行为。从字面上看,此种理

解似乎并无不妥。如《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可以”依法

从宽处理;《指导意见》第8条第1款也规定,可以从宽并不意味一律从宽,对于特定情形,也可

以依法不予从宽。在实践中,一些公安司法机关对于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表现出消极的态度,此

种现象在重罪案件中尤为明显。然而,此种理解有偏狭之嫌,不仅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不符,而且也与法律精神相悖。从程序层面考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是《刑事诉讼法》的一

项重要基本原则,是包括司法机关在内各诉讼主体在不同诉讼阶段均应遵守的基本诉讼行为

准则,而且法律还设置了具体的规则和制度对其予以保障,如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均有承担告知

的义务,〔32〕构建值班律师制度,自愿性审查制度等;从实体层面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坦白

的制度化,对于符合自首、坦白等条件被追诉人,应享有法定量刑从宽的权利,任何机关无权剥

夺。基于此,笔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是以权利而不是职权为出发点;对于被追诉

人符合认罪认罚条件的,有关机关“一般应当”对其适用从宽处理,对于不予适用的情形,办案

机关应充分说明理由,另法律还应当明确“不予适用”从宽的具体范围。同时,对于不予适用认

罪认罚的案件,还应进一步加强程序控制,如《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第

8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拟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的”,办案人员

应当向部门负责人或上一级领导报告。

第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以被害人的同意为前提条件。为保障认罪认罚案件中被

害人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73条要求检察机关就指控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以及相关法

律规定等事项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指导意见》不仅要求把被害人的谅解视为

从宽处罚的重要考虑因素,而且还明确规定如果被追诉人未能与被害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

议,从宽时应当予以酌减。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并且愿意积极赔偿损失,但由于

被害方赔偿请求明显不合理,未能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也只是“一般不影响”对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33〕也正因为如此,有些机关基于被害人方的压力对符合条件的被追

诉人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或者从宽的幅度很小。笔者认为,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出发点,是否对被追诉人从宽应以案件本身以及被追诉人是否认罪认罚

为关键考核要素;对于被追诉人从宽的幅度,虽然应考虑被害人的诉求,但这不应成为决定性

因素。除此之外,司法机关还应当在相关案件的量刑指南中明确被害人的谅解对于量刑幅度

的影响效力,以起到指引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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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20条第2款、第173条、第190条。
参见《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1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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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利于收集证据,及时有效惩罚犯罪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另一项重要价值是“及时有效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34〕“根据

刑事诉讼法关于疑罪从无的精神,凡是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都不能定罪。为确

保严格公正司法,既及时有力惩罚犯罪,又防范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证据,需要鼓励

引导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罪行。”〔35〕一般而言,重罪案件较轻罪更为疑难、

复杂,取证更为困难,因此,此功能和价值在重罪案件中更加凸显。

毋庸讳言,即使在反对“口供中心”的背景下,也不能否认口供在一些案件中的重要

证据价值。在保障自愿性和合法性的前提下,口供不仅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

还可以成为发现其他证据的有效线索。这在特殊类型的案件中尤为明显。例如,职务犯

罪中的行贿受贿案件属于典型的对合犯,犯罪实施过程多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共犯

双方利益紧密 且、反 侦 查 意 识 较 强,否 认 犯 罪 或 者 任 意“翻 供”“翻 证”的 现 象 经 常 出

现。〔36〕如能通过认罪认罚从宽鼓励被追诉人真诚悔罪、如实供述,必将对打破共犯之间

的“攻守同盟”产生很好的效果。在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这些犯罪活动具有高度组织化

的特征,组织内部的成员名单、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单独罪名中不同共犯人的主从

作用往往只有组织内部的成员方能知晓。对此,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专门在

2019年联合发布《关于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坦白检举构成自首立功若干问

题的意见》,并在第1条就明确提出公安司法机关要“在办理案件中加强沟通协调,促使

黑恶势力罪犯坦白交代本人犯罪和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成果”。可见,越是需要从严打击的犯罪,越是需要注重“宽严相济”,以科学、合理的

办案方式促进打击犯罪的实际效果和社会稳定的真正实现。显然,作为“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的载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其中应发挥重要的功能。

三、重罪案件认罪认罚程序中的律师参与

毫无疑问,律师参与对于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认罪认罚具结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的保障与实

现具有重要意义。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参与有两种形式:一是作为值班律师为被追诉人提

供法律帮助,另一种是作为被追诉人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对于律师值班制度而言,其在法律

和实践层面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法律将值班律师定位为法律帮助者与权利保障人,但
在实践中其往往蜕变为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合法性的见证人与背书者;法律要求值班律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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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

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的通知》;周强,见前注〔2〕;《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

见》,序言。
周强:《关于<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

明。
参见卞建林主编:《腐败犯罪诉 讼 程 序 专 题 研 究》,中 国 人 民 公 安 大 学 出 版 社2014年 版,第

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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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选择建议、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重要作用,但是,却没有赋予其必要的诉讼权利予以支

撑;同时,值班律师的职责与收益、风险等严重悖离。〔37〕对于辩护制度而言,存在辩护人会见

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质证权等权利的落实或完善等问题。具体到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

程序中的律师参与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需要探讨。

(一)值班律师与辩护人的转化

我国并没有实现刑事辩护律师全覆盖制度,只是规定对符合条件的被追诉人实行指定辩

护。因此,对于大多数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追诉人而言,值班律师是其获得法律帮助的主要依

靠。通常而言,值班律师的工作形式定期值班和轮流值班两种。所谓定期值班是指在一定期

限内以相对固定的律师进行值班;而轮流值班与之相对,是指由不同的律师按照事先排好的值

班表轮流进行值班。〔38〕与辩护人“一(两)人一案、全程跟进”不同,值班律师只能给被追诉人

提供阶段化、碎片化的法律帮助。〔39〕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任何诉讼

阶段均应得到值班律师的帮助。但是,一旦诉讼阶段转换,被追诉人不一定就能得到上个阶段

为其提供帮助的值班律师的再次帮助。这不仅意味新参与的律师需要重新了解案情,而且其

还要与被追诉人、公安司法机关重新沟通、协商。对此问题,《指导意见》第13条提供的解决方

案是,可以由同一值班律师在不同诉讼阶段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应当说,在轻罪案件中,被追诉

人在不同诉讼阶段接受同一个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具有较强的可行性。这主要是因为适用速

裁程序办理的认罪认罚案件耗时较少,具有时空上的可行性。〔40〕另外,对于绝大多数认罪认

罚从宽的轻罪案件而言,值班律师提供的多为咨询性和程式化的法律服务,并不需要通过阅

卷、调查取证等方式去收集证据或查清事实。

但是,在重罪案件中,仅强调不同诉讼阶段值班律师的同一化并不具有可行性。由于案情

一般较为复杂,很多重罪案件从侦查到审查起诉再到审判,其间可能经过数月甚至数年,显然,

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中,要求一个值班律师为同一个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帮助实属强人所难。

与此同时,仅有值班律师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帮助,其效果也很难保证。与轻罪案件不同,重
罪案件通常事实疑难复杂、证据繁琐。我国检察机关虽然在法律上负有全面客观收集证据的

职责,但基于立场、视角等原因,在无罪或罪轻证据方面的收集工作可能存在不足。在这些情

形下,阅卷、调查取证等诉讼权利显得就非常重要。另外,即使被告人认罪认罚,但是庭审仍存

在出示证据、质证等法庭调查以及法庭辩论等专业性很强的程序。显然,现行的值班律师制度

难以满足认罪认罚重罪案件的辩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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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参见汪海燕:“三重悖离: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值班律师制度的困境”,《法学杂志》2019年第12期,
第12-17页。

参见《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11条和《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

见》第5条。
参见陈光中、张益南:“推进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全覆盖问题之探讨”,《法学杂志》2018年第3期,第

8页。
参见李阳:“48小时! 全流程审结醉驾案———北京海淀法院刑事案件速裁再提速小记”,载《人民法

院报》2017年7月3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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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被追诉人获得及时且有效的法律帮助和辩护,首先应允许值班律师转化为辩护人。
“两院三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第6条规定,值班律师“严禁收受财物,

严禁利用值班便利招揽案源、介绍律师有偿服务”。此规定实际上是禁止值班律师向辩护人转

化,但其合理性值得商榷。这是因为,被追诉人对值班律师有一定了解,而值班律师也已经熟

悉案情,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值班律师应为辩护人的最佳人选。因此,只要值班律师不以非

法或不符合职业道德的方式诱导嫌疑人委托其担任辩护律师,那么将其转化为辩护人就是完

全可以也是非常必要的。〔41〕

然而,此种转化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委托辩护。如果被追诉人经济能力受限,这种转化也很

难实现。为了更加彻底地解决重罪案件认罪认罚被追诉人有效法律帮助的问题,相关规定应

当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笔者建议,对于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追诉人,如其可能判处3年

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其实,根据最高法和司法部联合印

发的《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在北京、上海等八个省市的试点地

区,已将所有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以及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均纳

入了指定辩护的范围。遗憾的是,上述规定仅限于试点地区的审判阶段。由于认罪认罚从宽

案件中审查起诉阶段是核心场域,此过程涉及控辩双方的协商、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具结书的

签署以及控方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等关键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在现行指定辩护制度的基础

上,对于重罪认罪认罚案件,指定辩护的时间起点可以提前至审查起诉阶段。

综上,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就形成了重罪与轻罪案件值班律师制度的分野,即绝大多数的

轻罪认罪认罚案件都可由轮流值班的值班律师进行处理,此种“法律帮助”通常具有“应急性”,

同时建立配套的流转机制,为同一值班律师在不同诉讼阶段为同一被追诉人服务提供条件和

便利;对于认罪认罚重罪案件被追诉人,既可以由委托的辩护人也可以由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为

其辩护,最终实现重罪案件认罪认罚程序中律师参与的“全覆盖”。

(二)重罪案件认罪认罚程序中的律师有效辩护

“从根本上说,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和律师职业规范的完善,都不过是实现律师有效辩护

的制度保障而已。”〔42〕“有效辩护”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有效辩护”以实现被指控人的

公正审判权为目标,探讨辩护权及其保障体系;狭义的“有效辩护”则主要关注律师辩护的质

量,并确立律师有效辩护的行为标准以及无效辩护的认定标准。〔43〕此处所探讨的主要是狭

义上的“有效辩护”。

对于有效辩护的标准以及有效辩护的实现及其相关制度的完善,我国学者已经做了较多

的研究,限于文章主旨与篇幅,不予赘述。与不认罪案件以及认罪认罚轻罪案件相比,认罪认

罚重罪案件中的有效辩护需要准确定位辩护人的角色,即辩护人不仅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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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课题组,见前注〔25〕,第37页。
陈瑞华:《刑事辩护的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页。
参见熊秋红:“有效辩护、无效辩护的国际标准和本土化思考”,《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6期,

第133-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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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者,而且还应当是程序合法性的守护者,同时还应为该制度适用的有效沟通者。

第一,辩护人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阐释者。知情权是被追诉人选择认罪认罚的基础,也
是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前提。认罪认罚被追诉人知情权的实现,不仅需要

公检法等机关在不同诉讼阶段依职权告知,更依赖于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对该制度的说明与

解释。甚至可以说,相对于公检法等机关形式化和程式化的权利告知,辩护人对该制度的阐释

更具有针对性和实质性。尤其对于重罪案件而言,证据问题往往更为复杂,定性更为困难,量
刑幅度也更大。“面对错综复杂的案件和控方的指控,如何进行明智的选择并实现自身利益的

最大化,离开专业律师的帮助根本无法实现。”〔44〕因此,在重罪案件中,辩护人对该制度的阐

释是有效辩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告知被追诉人享有适

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权利;其次,向被追诉人说明和解释该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何谓“认
罪”“认罚”和“从宽”等;再次,需要结合案件本身帮助被追诉人分析可否适用认罪认罚以及预

判认罪认罚后定性与量刑等后果。需要注意的是,辩护人应当坦诚地告知被追诉人其对案件

事实的理解以及对于认罪认罚结果的预测,既不能夸大也不应回避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可能

风险,对被追诉人施加不适当的影响。基于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分析,如果辩护人认为被追诉

人认罪认罚有利于自身合法权益的最大化,可以劝导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反之,如果被追诉人

拟认罪认罚,律师认为其不构成犯罪的,或者不认同控方的罪名或者量刑建议,也应当及时提

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第二,辩护人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合法性的守护者。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1
款,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应当有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在场。该规定“旨在保障认

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核心目的仍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

愿性、真实性和明智性”。〔45〕然而在实践中,律师,尤其是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功能却往往

呈现一种异化的趋势,即“本来应系制约程序违法行为的监督机制变成了对程序违法行为

“背书”的合作机制,从而违背了值班律师制度的功能定位。”〔46〕从制度运行的现实样态来

看,值班律师一般不主动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具体犯罪事实,仅回答其法律咨询,解
释认罪认罚的性质、可能产生的实体后果和程序后果,在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仅起一

个孤立的“见证”作用。〔47〕与《指导意见》所体现的“协商性辩护”精神相比,〔48〕值班律师很

难真正从维护被追诉人权利的角度出发,对办案程序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与公诉方开展积

极、有效的量刑协商。一些值班律师基于自身业务利益的考量,甚至“更倾向于配合司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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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48〕

参见顾永忠:“关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当代法学》2016年第6期,
第131页。

胡云腾,见前注〔28〕,第96页。
姚莉:“认罪认罚程序中值班律师的角色与功能”,《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第49页。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课题组:“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实证分析———以

北京市朝阳区为例”,《中国司法》2018年第11期,第47页。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33条第1款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

前,应当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尽量协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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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工作而非为了有效维护被追诉人权益”,〔49〕从“见证者”彻底沦为司法机关的“配合

者”。应当说,在轻罪案件如交通肇事案件、危险驾驶案件中,由于一般案情相对简单且类

案具有高度同质性,因此律师采取一种程式化的帮助模式具有相对合理性。但在重罪案件

中,案情大多严重、复杂,值班律师或辩护人仅作为消极的“权力配合者”“程序见证者”很难

满足有效法律帮助的需要。根据《认罪认罚具结书》样本,辩护人应签字“证明,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已经阅读并理解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书》,根据本人

所掌握和知晓的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自愿签署上述《认罪认罚具结书》”。〔50〕因此,

辩护人除了程式化的告知、解释义务外,还应结合具体案情对公安司法机关的权力运行进

行积极监督,确保被追诉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自愿性。换而言之,辩护人应尽辩护职

责以确保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的确系真实、自愿;如果发现认罪认罚可能受到威胁、引诱、

欺骗等因素的影响,辩护人不仅不能在具结书上签名,还应向有关机关提出异议。当然,如
果发现存在管辖错误、超期羁押、违反回避制度等程序违法情形,也应当向有关机关提出程

序性辩护意见,而不能因为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对程序违法视而不见。总之,在认罪认罚案

件中,辩护人不能简单扮演“见证人”“配合者”角色,还应当履行程序合法守护人的职责。

第三,辩护人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有效沟通者。在被追诉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

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辩护方式特点之一便是鲜明的对抗性,即针对控方有罪或罪重的指控,提
出被追诉人无罪或者罪轻的事实和理由。但是,在认罪案件中,辩护人的辩护具有明显的协

商、沟通的色彩。换而言之,辩护人不应是传统法庭上与公诉人群枪舌剑、针锋相对的斗士,而
是一个与多方诉讼主体进行有效协商的沟通者。这种沟通具有如下特点:首先,沟通的前提是

被追诉人选择认罪。认罪认罚是被追诉人而不是辩护人的权利,因此,辩护人只能是一个咨询

者和建议者,并在被追诉人的授权或同意的范围内履行与其他诉讼主体沟通的职责,即辩护人

不能越俎代庖代替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其次,沟通的对象主体具有多元性。在被追诉人选择

认罪的前提下,辩护人需要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与不同的诉讼主体沟通、协商,并尽力维护被追

诉人的合法利益。如在侦查阶段,与侦查机关进行沟通、协商,通过被追诉人的认罪的行为,说
服侦查机关对被追诉人采取较为轻缓的强制措施,或者在起诉意见书中提出对其有利的处理

意见。由于审查起诉是对犯罪嫌疑人决定是否起诉以及以何种内容起诉(罪名、量刑建议等)

的核心阶段,辩护人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说服检察机关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处理决定。

与此同时,辩护人还应与被害人方积极沟通,争取被害人的谅解。司法实践中,被告人通过赔

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对其获得从轻量刑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重罪

案件中被追诉人往往被羁押,或者被害人不愿意与其直接沟通,此时辩护人应充分发挥双方沟

通桥梁的作用。再次,沟通阶段应尽量前移。传统的对抗式辩护集中体现于审判尤其是庭审

阶段中控辩双方的激烈交锋。与之不同,认罪认罚的有效沟通往往是审前尤其是审查起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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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值班律师———现状考察、制度局限以及法律帮助全覆盖”,《政法

学刊》2018年第2期,第10页。
胡云腾,见前注〔28〕,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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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这不仅因为被追诉人认罪时间越早,表明其悔罪态度越好,而且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的

量刑建议在一般情形下决定了裁判的内容。〔51〕就此而言,辩护人有效辩护的表现之一便在

于及时把握住与有关机关沟通的时间。最后,协商、沟通并不排斥一定程度的对抗。在认罪认

罚协商过程中,如果过分强调协商,有可能会损害被追诉人的合法利益,也是对违法行为的默

许甚至是纵容。在诉讼过程中,辩护人应恪守辩护职责,如果发现公安司法机关有违法情形,

应当及时提出;如果发现证据材料存在瑕疵或者应当排除,也应依法提出消除证据瑕疵或者排

除非法证据申请;如果认为控方对罪名定性不准或者量刑有偏差,也应当据理力争,为被追诉

人争取最佳的辩护效果。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此种“对抗”并不表明被追诉人不认罪,也并不是

表明其认罪态度不好,而是对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争取与维护,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对抗达到与

控方“合作”的效果,即要求控方接受或者至少一定程度认可辩方针对认罪认罚从宽所提出的

建议与要求。

(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

在事实清楚、案情简单的认罪认罚轻罪案件中,辩护人与被追诉人的辩护意见往往能够达

成一致,但是在复杂的重罪案件中二者辩护意见发生冲突的情形并不鲜见。从逻辑上看,有两

种可能:一是被追诉人愿意认罪甚至认罚,但是辩护人认为应作无罪辩护或者罪轻辩护;另一

种是辩护人认为被追诉人构成犯罪,但是被追诉人认为自己无罪。《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

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

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传统观点一般将

此条理解为辩护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对事实和法律“负责”,而不需要受被追诉人

辩护意见的牵绊。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此观点进行了反思。〔52〕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如何定位

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妥当处理辩护人与被追诉人的关系,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不能回避

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二者关系的处理,应当秉持以下几项原则:

第一,是否选择认罪认罚是被追诉人的权利。在有无犯罪的问题上被追诉人是最直接的

感观者,也是利益直接攸关者,同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具有人身性,因此,是否选择认罪

认罚应由被追诉人自己决定,即使是与其关系密切的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也不能代为行使此

项权利。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适用过程中,辩护人应扮演咨询者、阐释者的角色,同时,也是

被追诉人与公安司法机关、被害人沟通的桥梁,但并不是认罪认罚的决定者。因此,即使辩护

人不认可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也不影响后者认罪认罚的选择和实现。

第二,辩护人有权进行无罪辩护或者罪轻辩护。与委托人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协商,根据案

情形成最符合委托人利益的辩护思路,是律师实现有效辩护的前提条件。〔53〕因此,如果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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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

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
参见陈瑞华:“独立辩护人理论的反思与重构”,《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第23-24页;陈虎:“独

立辩护论的限度”,《政法论坛》2013年第4期,第46页。
陈瑞华:《刑事辩护的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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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人认罪认罚,而辩护人不同意其意见,认为被追诉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认同认罚的内容,二
者首先应当进行讨论、协商。在一定程度上,说服委托人接受自己的辩护思路,与委托人形成

刑事辩护的“合力”,这是律师辩护的最高境界。〔54〕从逻辑上看,如果辩护人不接受被追诉人

认罪认罚,也很难与公安司法机关、被害人进行有效沟通,进而也很难实现有效辩护的任务。
基于此,如果被追诉人不愿意接受辩护人的观点,双方均有权解除委托关系。当然,如果律师

继续坚持无罪辩护或者主张相对于被追诉人认罚内容更轻的罪轻辩护,而被追诉人也愿意其

继续辩护,法律应当准许———毕竟此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更有利于被追诉人,与其应当履行的

忠诚义务并不相悖。从个案考察,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保留辩护人独立辩护权也有必要。〔55〕

需要注意的是,公安司法机关不能因辩护人作独立的无罪辩护或罪轻辩护而撤销对被追诉人

认罪认罚情节的认定。正如前文所述,认罪认罚是法律赋予被追诉人而不是其他主体的权利,
辩护人作无罪辩护或者罪轻辩护,并不表明被追诉人本人不认罪认罚,因此也就不能取消对其

从宽的处理。目前,《刑事诉讼法》和《指导意见》均未对律师作无罪辩护或更轻内容的辩护应

当如何处理的问题作出规定。山东省《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刑事案件的实施细则

(试行)》第4条第(三)项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示自愿认罪,但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不
影响对被追诉人“认罪”的认定。从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选择权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此项

规定具有合理性,相关法律或解释性文件应当予以吸纳。
第三,辩护人独立辩护时应适用普通程序。依据法律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可以根据

案情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简化审。但是,此种规定并没有考虑到辩护人独立

辩护的情况。笔者认为,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但是辩护人认为其无罪,或者虽然构成犯罪但

并不构成控方所指控的罪名,或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过重,在检察机关和辩护人争议较大的情形

下,法院应通过普通程序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通过庭审实质化的方式回应辩护人的辩护

意见,而不能对案件采取简化方式审理。

四、重罪案件认罪认罚程序中的证据问题

证据裁判原则是刑事诉讼的基石,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亦不例外。《指导意见》第3条对此

予以明确规定。相较于轻罪案件,重罪案件证据问题更为复杂,一些证据制度或规则的价值与

意义也因此得到凸显。限于篇幅,以下仅对证据开示和证明标准问题进行探讨。
(一)认罪认罚重罪案件中的证据开示

一般认为,证据开示(discovery)制度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产物,职权主义国家中辩方

主要是通过行使阅卷权的方式获取控方的证据信息。但两种制度在价值和功能上存在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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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同上注,第296页。
有案例表明,被告人基于种种原因认为自己有罪,而辩护律师坚持无罪辩护,最终检察机关撤回起

诉。参见“故意伤害案被告人认罪认罚辩护人独立辩护,检察机关撤回起诉”,http://www.claf.com.cn/h-nd
-121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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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同质性,即主要作用都是促进真实发现、保障辩护权、维护审判公正和提高庭审效率。〔56〕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0、42条规定了律师阅卷权,并要求辩护人应将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

不在犯罪现场等特定无罪证据告知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应当说,无论是律师阅卷权,还是证据

开示,在我国同样具有促进控辩平等、保障发现案件真实和公正审判等功能。但是,证据开示

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尤其是在其中的重罪案件中,具有其独特的价值。

《指导意见》第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针对案件具体情况,探索证据开示制度,保障

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和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及自愿性。”毫无疑问,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据开示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范非自愿认罪、错误认罪引发的错案风险,此种价值可以将其称为“保护

无辜的消极价值”。除此之外,证据展示还有作为控辩协商之基础的积极价值。尤其是在重罪

案件中,科学的证据开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认罪认罚程序有效运行的前提。一方面,重罪案

件的证据情况通常较为复杂,控辩双方沟通交流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需要通过证据开示交

换证据信息为控辩双方提供协商性基础;另一方面,重罪案件被追诉人面临的刑罚更为严厉,

认罪与否考虑的因素更为复杂,其拒绝认罪或者翻供的可能性都更高,这也需要充分的证据信

息交流来稳定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然而,现行规范没能很好地回应重罪案件认罪认罚程序

的需求,相关规则亟待构建和完善。

首先,证据开示的阶段。《指导意见》将“探索证据开示”作为“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的

职责”,就此而言,法律文件倾向于将证据开示的阶段定位于审查起诉阶段。应当说,此种设置

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一是因为此时案件侦查终结,审查起诉阶段控方证据信息的披露

一般不会对证据收集、固定造成太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审查起诉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适用的

关键环节和场域,此时控辩双方需要通过证据展示比较全面地掌握证据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协商进而促成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至于侦查阶段能否进行证据开示,此问题较为复杂。

一般认为,侦查活动应遵循保密性原则,此阶段是证据收集、固定的关键环节。如果向犯罪嫌

疑人或辩护律师透露过多的相关案件信息,可能会对侦查活动造成消极影响。就此而言,侦查

阶段不宜进行证据开示。但是,由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适用于侦查阶段,因而上述证

据开示的价值理也应在侦查阶段得以彰显。当然,为了防止证据开示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

当证据开示有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等不利于侦查的情形,侦查机关有

权决定是否进行证据开示以及证据开示的范围。如果从审慎的角度考虑,可以通过试点的方

式对侦查阶段的证据开示进行探索。基于以上分析,下文对证据开示进行的阐述仅针对审查

起诉这一特定阶段。

其次,证据开示的主体。在我国,法律仅赋予了辩护人和值班律师以阅卷权。〔57〕而被追

诉人对证据信息的了解,往往是通过辩护人“核实有关证据”的间接方式实现。〔58〕应当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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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玉霞:“比较:刑事证据开示的基础”,《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第93-94页。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40条和《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12条第2款。不过,值

班律师的阅卷仅限于“查阅”的方式。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3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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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权利配置的模式与一般普通刑事案件相适应,即被追诉人自行辩护能力较弱,辩护职能往往

由辩护人实际承担。〔59〕另外,此种赋权模式既可以在一定程度照顾到被追诉人了解证据信

息的需要,同时也可借助辩护人的独立诉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侦查行为受到影响。然而,
被追诉人才是认罪认罚的主体,是否选择认罪以及选择何种内容的认罪认罚均由其自己决定,
辩护人从辩护的“主角”转身为法律帮助者和认罪认罚自愿性、合法性的保障者。因此,在认罪

认罚从宽案件中,将被追诉人列为证据开示的对象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另外,只有将被追诉

人列入直接的证据开示对象,才能保障其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及明智性,这是因为:一方面,被追

诉人对自己是否犯罪的问题未必十分清楚,证据信息的缺乏可能使其所谓的“自愿认罪”处于

盲目状态;〔60〕另一方面,被追诉人证据知悉权的缺失也给追诉机关夸大所掌握的有罪证据,
欺骗、引诱被追诉人错误认罪提供了机会。〔61〕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中,一些追诉机关迫于破

案的压力,更有可能采取不当的方式讯问,此时被追诉人证据知悉权的保护就显得愈发重要。
基于此,除检察机关和辩护人外,还应将被追诉人纳入证据开示主体的范围。

再次,证据开示的范围。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7条,辩护人可以通过行使

阅卷权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而“案卷材料包括案件的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因

此,从逻辑上看,检察机关向辩方开示的内容不应少于辩护人可以通过阅卷方式获取的证据信

息,尤其应包括对被追诉人有利的材料。另外,“开示”具有双向性,辩方也应当适度扩大向控

方展示的证据范围。在传统诉讼模式中,决定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核心阶段是庭审,相关的证据

均应在庭审场域出示、质证,加之追诉机关自身就负有全面收集、出示证据的“客观义务”,故辩

方没有必要在庭前就向控方透露己方所掌握的证据材料———除非律师明明掌握了被告人无罪

的直接证据却故意将其隐匿,此种做法不仅损害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导致诉讼拖延,也不利于

公安司法机关及时纠正办案思路进而可能损害司法公正。〔62〕但是,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
控辩双方之间“协商”甚至“合作”的色彩浓厚;诉讼的重心由庭审转移至审前。这也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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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62〕

一般认为,赋予被告人阅卷权的价值在于:保障其自身辩护权的行使;保障被告人参与举证和质证

活动;帮助被告人获悉起诉罪名;帮助被告人与律师协调辩护思路的保证。参见陈瑞华:“论被告人的阅卷

权”,《当代法学》2013年第3期,第129-132页。
在美国纽约州进行的证据开示制度改革中,改革的反对者主张被告人知悉自己是否犯罪,因此他

不需要获得早期的证据开示来决定他是否确实犯罪。但改革者通过一系列调研指出,此种观点预设了不恰当

的前提,实践中有罪无罪的界限经常是模糊不清,如正当防卫的情形等。SeeNewYorkStateBarAssocia-
tion,“TaskForceonCriminalDiscoveryReport”,2014,pp.121-129.我国也出现过被告人自愿认罪,但最

后证实极有可能系被害人“错告”的情形,参见“故意伤害案被告人认罪认罚辩护人独立辩护,检察机关撤回起

诉”,http://www.claf.com.cn/h-nd-121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6月26日。
实践中存在“服从型虚假口供”甚至“内化型虚假口供”的现象。前者是指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受

诱导而对自己没有实施的罪行作出供述;后者指无辜但易受影响的嫌疑人在得知警方掌握了证明他们参与

犯罪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时,不仅会在行为上放弃反抗,而且还会相信自己的确实施了被指控的罪行,甚至可能

在这一过程中篡改自己的记忆。参见(美)SaulM.Kassin等:“警察诱供:风险因素与防范建议”,刘超、高原

译,《证据科学》2018年第6期,第706-707页。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读》,法制出版社

2012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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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工作前移,其中就包括与控方进行证据信息的适时沟通。因此,如果辩方掌握了犯罪嫌疑

人从轻、减轻的证据,也应当在合适时候向检察机关开示,并在此基础上为犯罪嫌疑人争取从

宽处理的结果。

(二)认罪认罚重罪案件中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不仅对侦查和审查起诉活动具有导向性,而且也是防范发生冤错

案件的重要防线。反而言之,如果降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很可能会使公安机关将

收集证据的重心放在口供之上,并进而导致检察机关片面依赖口供对案件进行后续处理。这

不仅会导致案件质量下降,而且被追诉人一旦翻供或者撤回认罪认罚的具结,在证据信息已经

湮灭或者难以收集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将陷入被动局面。此种情形在证据复杂的

重罪案件中尤为突出。对于认罪认罚案件适用何种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例

外性规定。《指导意见》第3条则进一步强调了在侦查、起诉以及判决有罪等关键节点仍应达

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笔者认为,在认罪认罚重罪案件证明标准的理解

上应秉持以下立场:

第一,坚守口供补强规则。为了防止过分倚重口供,法律限制口供的证明力,禁止将其作为

有罪判决的唯一依据。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款,仅有口供,不能作定罪的认定;反之,

没有口供,只要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仍可作有罪的认定。即使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也应当

恪守上述规则。“从宽”是一把双刃剑,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从宽”可以作为“激励”被追诉人

认罪认罚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从宽”可能使被追诉人陷入两难境地,甚至有可能促使其违心

认罪认罚。因此,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更应当警惕仅凭口供定案的倾向,防止口供中心主义

死灰复燃,这在职务犯罪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尤为必要。〔63〕按此种理解,对“证据确实、充分”的

第一个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中的“证据”应作限缩解释,〔64〕即据以认定事实的证

据不能均为口供。至于补强到何种程度,不同国家做法亦不相同。如在日本,比较流行的观点为

“罪体说”,〔65〕即要求口供以外的补强证据能够独立证明案件事实,并达到某种质和量的要

求。〔66〕笔者认为,此种理论我国不宜采纳。这是因为,口供本身就是我国法定证据种类之一,

“不能仅凭口供定罪”并不是否定口供的证据地位,也不是排除其在证据体系中的作用,只不过强

调不能过分倚重口供。就此而言,“罪体标准”与我国法律规定并不相容。〔67〕尤其是在认罪认

罚从宽案件中,如果将口供排除在证据体系之外,便会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鼓励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主动供述,与公安司法机关配合的立法初衷相悖离。

第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适用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或者

说,非法证据在认罪认罚从宽证明体系中是否具有证据资格,不仅关乎人权保障,而且也关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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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66〕

〔67〕

参见汪海燕:“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2期,第60页。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
参见(日)田口守一:《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七版),张凌、于秀峰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494页。
参见向燕:“论口供补强规则的展开及适用”,《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6期,第36页。
汪海燕,见前注〔63〕,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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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法治与司法的权威性。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控辩双方只能就量刑幅度以及程序

适用问题进行协商,而对于诉讼主体行为的合法性及其衍生的证据资格问题无权进行商谈。

因此,为了保证认罪认罚程序的合法性,不具有可采性的非法证据不能进入“证据确实、充分”

的证据体系。《指导意见》第28条和第39条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和法院对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

“有无因受到暴力、威胁、引诱而违背意愿认罪认罚”进行审查,“发现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

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处理”。就此而言,《指导意见》对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是否适用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的态度比较明确,即对该证据规则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适用进行了认可。至于“瑕

疵证据”能否作为认罪认罚案件的定案根据,笔者认为,由于其违法或侵犯公民权益程度较轻,

因此,对于辩护方没有提出异议或可以进行程序补救的“瑕疵证据”,可以纳入定案的证明体

系。〔68〕

第三,遵守疑罪从无原则。“证据确实、充分”要求“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

理怀疑”。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如果达不到此标准,应当作出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认定。在认罪

认罚从宽案件中,由于缺少控辩双方的激烈对抗和严格庭审程序的检验,如果不坚守疑罪从无

原则,更有可能发生冤错。事实上,《指导意见》第3条不仅强调了认罪认罚案件不能降低证据

要求与证明标准,而且还明确了对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根据所处诉讼阶段分别作出撤销案件、

不起诉决定或无罪判决。因此,即使被追诉人认罪,但是定案的证据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
“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也不能作出被告人有罪的认定。另外,对于量刑事项的证明,也应当

遵循“疑罪从无”的精神。“两院三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第

2条第3款规定:“……对于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是故,如果没有

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应被判处较重的刑罚,即使被告人认罚,也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量刑

的认定。

五、认罪认罚重罪案件的量刑建议

围绕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应当采取精准刑模式还是幅度刑模式,理论界与

实务界均有较大争议。此问题的敏感性不仅在于一般情形下量刑建议对裁判结果有着重大影

响,更关乎求刑权与裁判权关系的定位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规定,在认罪认罚

案件中,对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法院“一般应当”采纳。但是,法律对于量刑建议的具体呈

现方式并未提及。依据《认罪认罚试点办法》第11条第2款,量刑建议不仅须涵盖刑罚种类与

执行方式,而且还可进一步具体化,或提出量刑幅度,或提出确定刑期,涉及财产刑还应提出确

定数额。但对于何种情形下,检察机关应提出量刑幅度、何种情形下应提出确定刑,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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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我国法律所规定的“瑕疵证据”不同于“非法证据”,“瑕疵证据”一般属于“技术性违规”的产物,其
取证手段并未侵犯被追诉人的重大权益,也未违反实质性程序规范,证据的真实性通常也不会受到影响,因而

采用此类证据通常不会违背程序正义。参见陈瑞华:“论瑕疵证据补正规则”,《法学家》2012年第2期,第70
-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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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语焉不详。《指导意见》第33条第2款进一步明确规定,一般情形下,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

确定刑量刑建议;特殊情形下,即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或者重罪案件中量刑情节复杂的,

可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至此,我国在法律规范层面确立了“以确定刑为主、幅度刑为辅”的

量刑建议模式。

其实,从司法实践角度考察,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很

高,同时法院对确定刑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也很高。〔69〕确定刑量刑建议有其明显的优势,主要

体现为:第一,确定刑量刑建议可以提高被追诉人对刑罚的可预期性、增进认罪认罚的稳定性

等;〔70〕第二,实践中的绝大多数认罪认罚案件是轻罪案件,而轻罪案件通常案情简单,且具有

明确的量刑指导意见作为规范指引,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难度较低,而且也相对容易取得法院

的认可;第三,此种量刑建议模式与简化审判模式尤其是速裁程序相契合,同时对于解决“案多

人少”具有现实意义,检察机关和法院出于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往往也愿意选择此种确定刑量

刑模式。但是,在重罪案件,尤其是复杂的重罪案件中,此种确定刑量刑建议模式并不合适,原

则上应采取幅度刑量刑建议。其理由如下:

第一,相较于轻罪案件,重罪案件情节更为复杂、刑种多样、刑期跨度大,自由裁量的范围

广,在量刑建议精准化方面存在较大的客观难度。从我国《刑法》规定的相关罪名的量刑幅度

看,重罪案件的刑期一般跨度较大,而且即使是同一个罪名同一个量刑档,亦是如此,例如,故

意杀人罪“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71〕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72〕盗窃罪“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73〕重罪案件可能涉及的量刑因素众多,有时在一个案件中,法

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并存,从重情节与从轻情节共在,同时有些情节形成于犯罪之时,

有些情节则发生在诉讼过程中,前者如犯罪的起因、手段等,后者如认罪、悔罪、赔偿、和解、立

功等。〔74〕尤其是与轻罪案件中常见的“自首”“坦白”“退赃退赔”相比,重罪案件中特有的“情

节严重”“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等酌定情节的认定存在很大的裁量空间。在此情况

下,要求检察院在认罪认罚重罪案件中以幅度刑量刑建议为主,既是对司法规律的遵循,也是

对法院终局裁决权的尊重。另外,根据诉讼阶段理论,相较于审判阶段,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

阶段所能掌握的与量刑有关的证据和信息相对有限,一些量刑情节的存在与否(如退赃、退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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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0〕

〔71〕

〔72〕

〔73〕

〔74〕

以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为例,该院2018年1月到2019年6月办理的认罪认罚案件中提出确定刑

量刑建议的有1133人,占认罪认罚案件的95.5%,法院采纳率为93.3%。参见刘卉:“基层连线创新机制确保

确定刑量刑建议高适用率和采纳率”,载《检察日报》2019年7月29日,第3版。
参见陈国庆:“量刑建议的若干问题”,《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5期,第9-11页;卞建林:“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赋予量刑建议全新的内容”,载《检察日报》2019年7月9日,第3版。
参见《刑法》第232条。
参见《刑法》第239条。
参见《刑法》第264条。
参见段明学、宋能君:“重罪案件如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载《检察日报》2020年1月9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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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及具体情况在审前尚不明确,在这些情形下,若将认罪认罚重罪案件中的量刑建议一律限

定为确定刑,“既不利于提高法院对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也会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公信力

和适用效果”。〔75〕

第二,现有规范在重罪案件量刑指引方面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很多重罪案件尚不具备量

刑建议精准化的现实基础。精准化的量刑建议是控辩协商的结果,此种协商的过程不仅要受

到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严格约束,同时也要遵守一定的量刑规则和量刑指引,〔76〕这不

仅是量刑科学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消弭法检分歧的重要途径。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

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等量刑规范的出台系着眼于常见犯罪案件,对于故意杀人、黑社会性质

组织、贪污、受贿等重罪案件,现有量刑规范尚未提供足够的量刑指引。由于缺乏共同的规范

指引,因此法检两家在对重罪案件进行量刑时往往存在自由裁量权上的分歧。〔77〕如果要求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过于精准,很可能造成检法之间的龃龉。同样,程序法相关规定也为检法

冲突提供了土壤。《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

当……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

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指导意见》第41条第1款作了基本相同的规定。

但是,何为“明显不当”,相关规范语焉不详。有学者认为,《指导意见》所确立的量刑建议采纳

模式是:只有量刑建议适当时,法官才应当采纳;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时,不予采纳;量刑建议一

般不当时,法官可以自由裁量,但由于不属“量刑建议适当”,故一般不予采纳。〔78〕在具体内

涵尚未明确的背景下,用“明显不当”这一标准来划定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检察机关量刑建议

权与法院裁判权的边界,显然并不具备足够的操作性。相比而言,幅度刑量刑建议是在量刑建

议权和裁判权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二者之间的分歧与冲突。

第三,幅度型量刑建议是对重罪案件实质化庭审程序的有效回应。即使是认罪认罚从宽案

件,事实及量刑建议仍然应当经过法院开庭审查并作出最终的裁决,法院同样有权变更罪名、调

整量刑等,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应坚持“以审判为中心”。〔79〕根据《指导意见》第46条和第

47条,对于认罪认罚的重罪案件,如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并不能省略,所谓

“简易”,是指对法庭调查可以简化,对法庭辩论可以限定在有争议的问题;如果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也只能适当简化法庭调查和辩论程序,尤其是控辩双方如果对证据有异议,或者法庭认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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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76〕

〔77〕

〔78〕

〔79〕

彭新林:“认罪认罚从宽中量刑建议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人民法院报》2020年5月21日,
第6版。

参见步洋洋:“因应与转型:时代语义下的量刑建议精准化”,《学习与实践》2020年 第2期,
第61页。

参见国家检察官学院刑事检察教研部课题组:“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观察”,《国家

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134页。
参见林喜芬:“论量刑建议制度的规范结构与模式———从《刑事诉讼法》到《指导意见》”,《中国刑事

法杂志》2020年第3期,第9页。
参见胡云腾:“去分歧凝共识,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彻落实”,载《法制日报》2019年12月11日,

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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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那么仍应对该证据加以出示,并由双方对此展开质证。另如前文所

述,对于被告人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案件,或者是有重大社会影响等案件,即使被告

人认罪认罚,也应当按照一般普通程序审理,即使对于没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也应进行法庭调

查。由此可见,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审理仍然遵循着庭审实质化的精神。在庭审实质化精神

的统摄下,无论是定罪还是量刑,均应依据经过庭审程序出示、质证或者查证的证据作出。从逻

辑上看,越是严重的犯罪,其影响因素往往越是复杂,其潜在的变数也就越多。在重罪案件中,没
有经过庭审检验的确定的量刑建议能否与庭审结果做到“无缝对接”,不能不令人怀疑。就此而

言,幅度刑量刑建议更符合重罪案件庭审实质化的要求与精神。
诚然,确定刑量刑建议能够给被追诉人带来比较明确的预期,也更能有效地鼓励其认罪认

罚,从而实现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但是,如果不分认罪认罚案件的性质与种类,
过度追求“确定化”量刑建议,不仅可能加剧检法在案件量刑认识上的冲突,也有可能由于检察机

关量刑建议不被采纳而造成被告人期望落空,进而要求撤回认罪认罚或者上诉。这显然不利于

诉讼效率的实现。相反,如果检察院在重大、复杂重罪案件中,更多地以幅度刑量刑建议为基准

与被追诉人进行协商,可以在很大程度地避免程序的“空转”。当然,由于跨度过大的量刑建议不

能给被追诉人带来相对明确的预期,也很难达到鼓励认罪的效果,因此,幅度刑量刑建议并不是

跨度越大越好。量刑建议的幅度应主要考虑案件的类型以及类似案件量刑裁判差异性的大小等

因素,如对于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提起量刑建议的幅度不应超过一年零六个月,而对

于可能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提起量刑建议的幅度不应超过两年。〔80〕

六、认罪认罚重罪案件的庭审程序

认罪认罚案件根据其种类和性质等分别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不同审理程

序之间呈现一定差异性。如速裁程序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简易程序中法庭调查可

以简化,但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应当进行调查、质证,法庭辩论可以仅围绕有争议的问题进

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可以适当简化法庭调查和辩论程序。〔81〕毫无疑问,此种阶梯式分

类审理机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构建科学诉讼体系的制度初衷相一致。
然而,就重罪案件审理程序而言,其相关制度或规则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尤
其是与庭审实质化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美国的辩诉交易不同。辩诉交易根植于契约文化并深嵌入当事

人主义诉讼制度,其价值取向是诉讼效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之不同,其适用坚持罪责刑相

适应原则和证据裁判原则,〔82〕控辩双方也只能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进行协商。应当说,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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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顾玫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量刑建议应关注三个问题”,载《检察日报》2019年3月4日,
第3版。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219条、第224条和《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4条、第46
条、第47条。

参见《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2条、第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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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排不仅与我国传统的刑罚文化、诉讼理念一脉相承,也是对相关诉讼制度的一种务实回

应。我国在立法上虽然设置了值班律师制度、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配

套制度以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如《刑事诉讼法》第52条虽然规定

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被追诉人仍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并不享有沉默权;“法
律将值班律师定位为法律帮助者与权利保障人,但在实践中其往往蜕变为认罪认罚从宽程序

合法性的见证人与背书者”;〔83〕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存在相关规定模糊,排除范围较

窄等问题,而且程序操作性不强,效果不尽如人意。〔84〕在此背景下,审判程序尤其是庭审作

为保证案件质量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凸显;也正是在此语境下,强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

应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尤其是认罪认罚重罪案件原则上仍应遵循庭审实质化要求,对保障司法

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上文所述,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无论是指控事实、罪名,还是量刑建议,均由法庭依法进

行审理并作出最终的裁决。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仍应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庭审实质化强

调通过庭审的方式产生裁判结果。虽然相比不认罪认罚案件,认罪认罚案件在法庭调查、法庭

辩论等环节有所简化甚至省略,但庭审在案件中发挥“实质性、决定性作用”的核心精神,并不

因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适用而有所改变。〔85〕一般情形下,在简单的轻罪案件中,由于犯罪情

节较轻,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往往能够得到保证,而且其价值重心是提升诉讼效率,此
时,“以审判为中心”尤其是庭审实质化并不会得到太多的强调或关注。但是,如前所述,在很

多重罪案件中,由于案情重大,证据复杂,量刑幅度大,再加之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规则不完

善,审判程序尤其是庭审程序的“把关”作用凸显,庭审实质化的意义在此类案件中并不应该淡

化。然而,就现行立法来看,我国重罪案件审理程序并没有充分体现庭审实质化的要求。
按照法律规定,对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认罪认罚案件,在被告人同意的前提下,除特殊

情形外,〔86〕均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相较于速裁程序而言,简易程序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严

谨性,如对于被告人有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组成

合议庭审判;保留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环节,但法庭调查的范围可限于有争议的事实和证

据,法庭辩论的对象可限缩为有争议的问题;裁判文书可以简化。〔87〕但是,从逻辑上看,如果

控辩双方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环节均不存在任何争议,这实际上不是简化而是取消了法庭

调查和法庭辩论环节。如果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10年或者15年甚至更长的有期徒刑,仅因

案件符合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的条件,法庭审理无需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或者仅对少量的

事项和问题进行调查、辩论,那么,此类案件在程序正当性和结果可靠性方面将不能不令人堪

忧。其实,认罪认罚重罪案件即使按照普通程序审理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根据《指导意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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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4〕

〔85〕

〔86〕

〔87〕

汪海燕,见前注〔37〕,第12页。
参见左卫民:“‘热’与‘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第159页。
胡云腾,见前注〔79〕。
《刑事诉讼法》第21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程序:(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

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三)共同犯罪案件中

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四)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参见《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6条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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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条的规定,证据调查有两种方式:一是说明证据名称和证明内容,此种方式适用于控辩双方

没有异议的证据;二是出示证据并质证,主要针对控辩双方有异议,或者法庭认为有必要调查

核实的证据。不难发现,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程序中,法庭实质化调查的启动条件仍然是“控
辩双方有异议”,法律虽增加了“法庭认为有必要调查核实”的情形,但却未对“有必要”的具体

内涵加以界定。
毫无疑问,在重罪案件中,尤其是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长期监禁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的

案件中,公正应是诉讼首要价值目标,审判程序的主要功能不仅仅是确认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更要发挥一般庭审的核心功能,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对被告人准确定罪量刑。另需要注意

的是,我国刑事程序本身还承载着教育、感化被告人,培育公众法治观念的基本功能。同时,裁
判的公信力与权威性也需要严格且正当的程序予以支撑和彰显。显然,过度的简化程序很难

发挥上述功能。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重罪案件,即使控辩双方对于事实和证据没有争议,法
院对于定罪量刑的关键事实,尤其是“有犯罪事实发生”以及“犯罪事实是被告人实施”应当按

照一般普通程序进行法庭调查,裁判文书对此部分的说理不能简化;对于被告人有可能判处

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案件,以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即使被告人认罪

认罚,法庭调查也应按照一般普通程序进行,并且裁判文书在释法说理方面不能简化。

Abstract:Theapplicationscopeoftheleniencysystemforpleadingguiltyandacceptingpunishment
isexpanding,whichisreflectedinthegradualincreaseintheproportionoffelonycases.However,the

proceduraldesignoftheleniencysystemforadmittingguiltandacceptingpunishmenthasthecharacteris-
ticsofhomogeneity,resultinginthefailuretoeffectivelyidentifytheparticularityofpleadingguiltyand
acceptingpunishmentwithleniencyfelonycases.Thevalueorientationoftheleniencyprocedureforad-
mittingguiltandacceptingpunishmentinfelonyandmisdemeanorcasesshouldbedistinguished.Thele-
niencyprocedureforadmittingguiltandacceptingpunishmentinfelonycasesfocusesonimplementing
thecriminalpolicyoftemperjusticewithmercy,encouragingandguidingtheaccusedtoconfessvolun-
tarilyandtruthfullyetc.However,thevalueinsavingjudicialresourcesandimprovinglitigationefficien-
cyislimited.Intermsoflawyerparticipation,evidencesystem,sentencingrecommendationsandtrial

procedures,theleniencysystemforadmittingguiltandacceptingpunishmentinfelonycasesshouldpres-
entacertainuniqueness,orsayhasitsownfocus,andthespecificcontentshouldtendtoprotecthuman
rightsandpreventwrongcases.Atpresent,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expansionofpleadingguilty
andacceptingpunishmentwithleniencyapplicationscopeandobviousinsufficiencyonsystemsupplyis
increasinglyprominent,whichmeansitisnecessarytoreformtheleniencyprocedureforadmittingguilt
andacceptingpunishmentonthebasisofcaseclassification.

KeyWords:FelonyCases;PleadingGuiltyandAcceptingPunishment;Value;LawyerParticipa-
tion;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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